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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已有研究从性别视角考察了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在两性之间的不均衡分

布, 但对于其在家庭之间、 孩次之间的异质性分布缺乏进一步的探讨。 使用 CFPS
 

2010—2018 年 5 期追踪数据, 分析了家庭生育二孩的边际机会成本及其阶层分化

效应。 研究发现, 相比第一个孩子, 家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边际机会成本更高, 尤

以中等收入家庭为甚。 总体上, 生育第二个孩子导致的家庭经济收入的下降幅度约

为 7. 1%, 妻子的就业几率下降幅度约为 9. 3%; 对应的统计值在中等收入家庭中

分别达到 8. 6%和 20. 5%。 研究从经济理性的视角, 为现代家庭尤其是中等收入家

庭低迷的二孩生育意愿提供了可能的理论解释和实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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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have
 

examined
 

the
 

unbalanced
 

distribution
 

of
 

opportunity
 

cost
 

of
 

child
 

rear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but
 

there
 

is
 

no
 

further
 

discussion
 

about
 

the
 

parity
 

and
 

social
 

stratum
 

divergence
 

of
 

the
 

cost
 

among
 

families
 

and
 

children.
 

The
 

paper
 

uses
 

the
 

5 - period
 

CFPS
 

2010 - 2018
 

longitudinal
 

data
 

to
 

investigate
 

the
 

marg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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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rtunity
 

cost
 

of
 

the
 

second
 

child
 

and
 

its
 

stratification
 

effect.
 

It
 

is
 

found
 

that
 

bearing
 

a
 

second
 

child
 

requires
 

a
 

higher
 

marginal
 

opportunity
 

cost
  

for
 

the
 

families,
 

especially
 

in
 

middle-income
 

groups.
 

In
 

general,
 

having
 

a
 

second
 

child
 

reduces
 

a
 

family’ s
 

income
 

by
 

7. 1%
 

and
 

a
 

wife’ s
 

chance
 

of
 

being
 

employed
 

by
  

9. 3%;
 

the
 

corresponding
 

statistics
 

reached
 

8. 6%
 

and
 

20. 5%
 

in
 

middle-income
 

families
 

respective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rationality,
 

the
 

stud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and
 

empirical
 

experience
 

for
 

the
 

depressed
 

willingness
 

to
 

have
 

a
 

second
 

child
 

in
 

modern
 

families,
 

especially
 

for
 

middle
 

income
 

cl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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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及文献回顾

生育的机会成本是指家庭成员投入到子女抚育过程中的时间和劳务等生产要素的市场价

值[1] 。 已有研究从性别视角, 分别考察并比较了生育行为对男性和女性的不同影响, 发现

生育行为降低了作为母亲的女性的劳动力市场收入[2] , 但与此同时却增加了作为父亲的男

性的劳动力市场收入[3] 。 本研究感兴趣的是, 若以家庭为单位, 中国情境下的生育行为对

家庭总体的劳动参与过程和结果的影响如何? 与第一个孩子相比, 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边际机

会成本如何? 孩子的边际机会成本是否因家庭所处的社会阶层而异?
实证研究建构了 “生育的收入惩罚” ( Motherhood

 

Wage
 

Penalty) 这一理论模型, 以测

量生育对女性劳动力市场收入的负面影响。 研究发现, 即使控制受教育水平、 工作经验等人

力资本相关因素, 育有子女的女性其劳动力市场收入依然低于未生育的女性。 在美国, 女性

每生育一个孩子, 其在劳动力市场的年收入将减少 4%—12%[2] ; 在西班牙, 该统计值为

6%—14%[4] ; 在挪威, 影响效应降至 0. 6%—1. 4%[5] 。 在中国, 女性每多生一个孩子, 导

致小时工资率的下降幅度从 1989 年的 8%左右攀升至 2015 年的 13%左右[6-8] 。 在女性面临

生育惩罚的同时, 男性却因为成为父亲而收获了 “父职溢价” (Fatherhood
 

Premium)。 使用

英国数据的研究发现, 生育了孩子的男性, 其劳动力市场收入提高了 10%[9] , 基于美国数

据的实证结果是 7%—9%[3] , 欧洲是 8%—15%[10] , 澳大利亚是 8%[11] , 西德则是 6%[12] 。
有关孩子机会成本在父母之间的不均衡分布及其发生机制的解释涉及三个维度: 一是性

别劳动分工。 “生育的收入惩罚” 或 “父职溢价” 的本质是性别之间、 生育与未生育的女性

群体之间的劳动力市场收入差异[13] 。 这种差异一方面源于生育养育行为对市场劳动时间的

占用, 另一方面源于两性之间不均衡的劳动分工: 生育之后女性将更多劳动投入到儿童抚育

等家庭领域, 因而劳动力市场收入受损; 男性则继续专注于市场劳动———父亲身份甚至强化

了他们赚钱养家的责任感, 使得他们在工作中投入更多时间、 精力, 因而获得更多经济收

益。 二是 “补偿性差异”。 为了兼顾子女照料, 女性倾向于选择通勤便利、 工作时间灵活、
收入更低的 “母亲友好型” 工作; 而承担父职的男性更可能选择工作强度高同时收入也更

高的工作。 选择性偏好形塑了两性之间劳动力市场收入的 “补偿性差异” [14]
 

。 三是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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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 生育行为发生前后, 两性之间在工作投入程度等方面的差异性表现, 衍生出雇主基

于 “标签效应” 的性别歧视: 雇主更愿意雇佣承担父职的男性并给予他们更多职业发展机

会, 而尽量避免雇佣女性或更少给予已育女性职业发展的机会[15] 。 生育行为藉由雇主偏好

对不同性别个体的劳动力市场收入产生了异质性的影响。
已有研究从性别视角探究了孩子的机会成本在父亲和母亲两性之间的不均衡分布, 并分

析了可能的作用机制。 在此基础之上, 本文想要进一步考察的是: ①若以家庭为单位, 中国

情境下的生育行为对家庭总体的劳动参与过程和结果具有怎样的影响? 在面向家庭的正式支

持系统缺失、 祖辈的支持发挥替代作用的情形下, 有关 “父职溢价” 的理论假说对于中国

家庭中的父亲是否具有同等解释力? ②与第一个孩子相比, 家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边际机会

成本呈现怎样的特征? 规模效应如何? 抑或在少子化的社会情境下, 精细育儿和 “密集母

职” (Intensive
 

Mothering)① 实践[16] 是否使得二孩的边际机会成本更高? ③二孩边际机会

成本是否因家庭经济地位而异? 哪一类家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边际机会成本更高?

二、 理论与研究假设

1. 二孩边际机会成本

不同于发达国家以鼓励生育为目标的家庭福利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以 “降低和稳定生

育水平” 为家庭政策目标, 家庭支持体系事实上处于缺位状态[17] , 儿童抚育责任被认为应

该由家庭自行负担。 “合作模式” (Corporate
 

Model) 的亲属关系使得 “隔代抚养” 成为中

国家庭面临儿童抚育困境时最普遍的替代性策略[18] 。 实证研究发现, 相较于家庭内的第一

个孩子, 祖父母更少参与到第二个孩子的照料[19] , 可能的原因包括老年人的年龄、 体力、
意愿等方面的变化。 也就是说, 来自祖辈的非正式支持在二孩抚育中发挥的作用愈发有限。

在此情形下, 生育第二个孩子对父母而言, 意味着叠加的时间与劳务投入负担———抚育

两个孩子需要更多的投入, 但公共服务资源未有增加, 且来自祖辈的支持在减少。 加之, 现

代社会教育的代际流动功能愈发凸显, 选择生育第二个孩子, 并不意味着可以在子女之间

“分配” 或者 “稀释” 育儿资源; 父母通常尽可能多地增加在两个孩子身上投入的时间和劳

务资源总量, 持续 “密集母职” 和 “精细化育儿” 的实践。 当市场劳动与家务劳动的矛盾

需求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 对父母而言, 可能的选择只剩两个, 一是其中之一离开劳动力市

场专事家务, 二是夫妻双方都不同程度地减少工作投入, 增加育儿投入———不管哪个选项都

意味着二孩边际机会成本的增加。
与此同时, 在劳动力市场中, 二孩父母尤其是二孩母亲可能会遭遇更加严重的雇主歧

视, 承担更多的机会成本。 在普遍生育[20] 的社会文化背景下, 中国家庭一孩生育行为更多

是由道德理性驱动的[21] , 传统文化期待女性结婚后至少抚育一个孩子以便完成家族延续的

社会使命; 换言之, 生育第一个孩子是为了履行家庭责任和义务, 是必选项。 在此情形下,
雇主歧视的作用程度是相对有限的———不管雇佣谁, 在可预期的时间段内, 他 (她) 们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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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伴孩子左右, 避免母子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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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会因承担一个孩子的抚育任务而一定程度上影响工作投入。 但由于是否继续生育第二个孩

子是可选项, 雇主就有了更加充分的理由和动力, 对生育了第二个孩子的员工, 尤其是在育

儿过程中可能投入更多的女员工施以更加严重的歧视———避免雇佣, 或者避免给予职业发展

机会, 家庭因生育第二个孩子而面临的就业和收入惩罚因而叠加。
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1: 与一孩相比, 中国家庭生育二孩的边际机会成本更高。
2.

 

家庭经济地位的分化作用

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边际机会成本可能会因家庭的经济地位而异。 低收入意味着低时间机

会成本, 因为生育二孩而面临 “工作—家庭” 平衡问题时, 低收入群体将更多时间投入子

女抚育而产生的时间成本的市场价值是相对有限的; 也就是说, 低收入家庭的二孩边际机会

成本相对有限。 高收入家庭则可以通过购买专业化的育儿服务将抚育孩子的 “机会成本”
转化为向市场支付的 “直接成本” [22] 。 在家庭福利制度不健全、 儿童抚育的社会分担机制

尚未建立的政策环境下, 由市场提供的专业化育儿服务事实上缓解了高收入群体 “家庭—
工作” 平衡发展的问题。 为阶段性的子女抚育需求付费, 对于在劳动力市场上拥有稳定高

收入的家庭而言, 是符合经济理性且可以负担的选择———在减少机会成本的基础上实现了劳

动力市场收入可持续发展和子女效用最大化的家庭福利总体目标。
本研究假设中等收入家庭抚育二孩的边际机会成本更高。 一方面, 中等收入群体对子女

的边际效用有更高的期待———主要表现为更高的教育期待和对抚养质量的更高要求, 但其收

入又不足以支付由市场提供的高质高价的育儿服务, 由此他们不得不在 “工作—家庭” 的

矛盾中作出实质性的选择———为了达成子女边际效用最大化的决策目标, 中等收入群体更可

能把更多时间精力投入到孩子抚育而非工作中。 另一方面, 与低收入群体相比, 中等收入群

体通常具有更高的受教育水平以及更丰富的人力资本存量———这通常意味着更高的时间机会

成本。
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2: 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边际机会成本因家庭经济地位而异; 中等收入

家庭生育二孩的边际机会成本更高。

三、 数据、 测量与研究策略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CFPS 由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ISSS) 组织实施, 重点关注中国居民的经济与非经济

福利, 测量内容满足本研究建构指标体系的需求; 该调查基线样本覆盖 25 个省 (市、 自治

区), 采用 PPS 概率抽样方式, 数据结构满足有关大样本和随机性的回归分析假定。
为了缓解内生性问题以及不可观测变量导致的统计结果系统性偏误, 得出更加准确的因

果关系推断, 本研究合并 CFPS
 

2010、 2012、 2014、 2016、 2018 历年追踪数据, 并对样本做

如下筛选: 一是已婚, 调查期间生育状态有变化, 且最后一次调查时生育的孩子总数小于等

于 2, 目的是满足回归模型对数据的要求; 二是年龄在 25—55 岁, 目的是排除因调查对象

处于非劳动年龄而产生的对市场劳动参与可能性的系统性影响; 三是舍弃再婚的样本,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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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排除婚姻状态变化对收入的系统性影响; 四是将第一个孩子的年龄限定在 17 岁及以下,
因为本文要研究的是有未成年孩子的机会成本; 五是将第二个孩子的出生时间限定在 2016
年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 及以后, 目的是排除政策因素对边际孩子成本的影响。 在此基础

之上, 匹配夫妻的观测数据, 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统计分析。 最终有 3734 个调查对象共计

7642 人次的调查数据纳入统计分析。
2.

 

变量测量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是家庭劳动力市场收入水平, 从家庭成员的市场劳动参与过程和参

与结果两个维度进行考察, 分别使用丈夫和妻子的就业状态、 家庭整体的年劳动力市场收入

指标进行测量。 其中, “就业状态” 为二分类变量, 赋值 0 表示未就业, 1 表示 (非农) 就

业。 家庭年劳动力市场收入为连续变量, 由丈夫和妻子的劳动力市场收入 (非农) 加总而

得; 统计口径包括劳务工资、 奖金、 补贴、 红利等。 使用 2018 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对收入值进行换算, 使得实际购买力具有年度之间的可比性; 之后加 1 并取对数值, 以满足

正态分布的回归假定。
“孩子数量” 是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 处理为两个二分类变量分别纳入统计模型: 一

是 “是否生育了第一个孩子”, 二是 “是否生育了第二个孩子”。
此外, 参考现有文献的做法, 将个体的人力资本特征、 工作特征以及家庭特征纳入控制

变量体系。 ①人力资本特征。 长期的二元治理模式使得城乡户籍成为群体之间劳动参与异质

性的关键解释变量; 受教育水平和工作年限作为测量人力资本存量的主要指标, 对个体劳动

参与能力和劳动力市场收入有直接影响。 故而将户籍性质、 受教育水平、 工作年限作为人力

资本特征的代理变量予以控制。 ②工作特征。 单位所有制性质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劳动收入

的分配方式, 对收入水平有系统性影响, 故而当考察生育行为对个体收入的影响时, 将其与

省份一起作为工作特征的代理变量予以控制。 ③家庭特征。 控制最小的孩子所处年龄段、 共

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数①、 未成年孩子的主要照顾者三个指标以控制家庭特征对个体劳动参

与和劳动力市场收入的可能影响。 既有经验研究表明, 上述变量通过影响家务劳动和市场劳

动在家庭成员之间、 性别之间的分工, 进而影响个体投入劳动力市场的资源总量及其经济收

益[23-24] , 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值见表 1。
3.

 

研究策略

使用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 ( person
 

fixed-effects
 

model) 进行统计分析, 之所以如此,
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 一是遵循学术惯例, 以方便与既有研究结果形成对话———个体固

定效应回归模型是人口学领域有关该主题的研究中最经常使用的统计分析方法。 二是本研究

使用的是追踪数据, 而固定效应模型在追踪数据处理中更具优势②: 它通过内在控制个体被

观测到的和未观测到的、 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 有助于缓解因遗漏变量和内生性问题而导致

的统计偏误, 得出更加准确的因果推论。 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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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指样本家户中经济上联系在一起, 且具有直系亲属或非直系亲属 (血缘 / 姻亲 / 领养) 关系的家
庭成员。

 

本研究同时还使用了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对比分析; Hausman 检验结果表明, 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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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妻子 丈夫
孩子数量

0 个 1 个 2 个

被解释变量

就业状态

未就业 20. 11 4. 95
(非农) 就业 79. 89 95. 05
家庭年市场劳动收入 (元) 56151. 56 67682. 14 49937. 52

(91405. 10) (91439. 39) (74448. 64)
解释变量

户籍性质

农村户口 73. 41 71. 70
城镇户口 26. 59 28. 30
省份 (略)
受教育水平

文盲 / 半文盲 13. 06 7. 86
小学 22. 22 21. 19
初中 39. 11 40. 88
高中 14. 33 17. 56
大专及以上 11. 28 12. 51
工作年限 (年) 20. 51 21. 63

(7. 24) (7. 11)
单位所有制性质

国有 / 集体部门 28. 77 34. 79
市场部门 71. 23 65. 21
家庭成员数 (人) 2. 63 2. 90 3. 14

(1. 55) (1. 20) (1. 22)
最小的孩子所处年龄段 (岁)
0—2 2. 75 19. 11
3—5 19. 51 26. 02
6—14 57. 71 51. 33
15—17 20. 03 3. 54
未成年孩子的主要照顾者

母亲 48. 57 59. 83
父亲 6. 04 5. 41
祖辈 28. 30 25. 02
幼儿园 / 保姆 17. 10 9. 74
样本量 7642 7642 1160 3764 2718

　 　 注: 连续变量报告的是均值和标准误 (标注于括号内); 类别变量报告的是百分比。

employeeit  = β0 +
 

β1(childnumber) it +
 

β2(human
 

capital
 

controls) it +
 

β3( family
 

controls) it +
 

αi +
 

uit (1)
log(wage) it = β0 +

 

β1(childnumber) it +
 

β2(human
 

capital
 

controls) it +
 

β3( job
 

controls) it +
 

β4( family
 

controls) it + αi +
 

uit (2)
　 　 其中, i 表示被观测个体, t 表示观测时间点; β0 是截距项; αi 表示误差项中不随时间

变化的因素, uit 则是随时间变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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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实证结果

1.
 

生育二孩对夫妻就业的边际影响效应及其阶层分化

(1) 对妻子就业几率的影响。 在未纳入其他控制变量的情况下, 发现孩子数量与妻子

就业几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依次将人力资本特征变量、 工作特征中的省份变量和家庭特

征变量纳入控制, 统计结果表明, 与生育之前相比, 生育 1 个孩子使得妻子的就业几率下降

约 6. 6%①; 继续生育第 2 个孩子的妻子, 其就业几率再次下降 9. 3% (与一孩状态相比, 下

同)。 嵌套模型中孩子数量作为关键解释变量, 回归系数始终在 0. 01 以下的置信水平上显

著, 模型整体解释力从 8%左右提升至 30%左右② (见表 2)。

表 2　 孩子数量影响妻子就业的边际效应模型

孩子数量 全样本 低收入家庭 中等收入家庭 高收入家庭

一孩 -0. 068∗∗∗ -0. 284∗∗∗ -0. 073∗∗∗ -0. 160
(0. 032) (0. 095) (0. 108) (0. 098)

二孩 -0. 098∗∗∗ -0. 176∗∗∗ -0. 229∗∗∗ -0. 109
(0. 034) (0. 101) (0. 140) (0. 102)

R2 0. 293 0. 325 0. 197 0. 158
　 　 注: 括号内是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5%、 1%、 0. 1%的水平上显著。 下同。

使用家庭年收入的分位数值 (25%分位数、 75%分位数) 作为界限, 将妻子所在家庭划

分为低收入、 中等收入、 高收入三个群组, 分组进行统计分析, 发现生育二孩对妻子就业的

影响只在低收入家庭和中等收入家庭中显著, 其边际负面影响效应分别达到 16. 1% 和

20. 5%。 高收入家庭中孩子数量对妻子就业几率的影响不显著。
(2) 对丈夫就业几率的影响。 未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 孩子数量与丈夫就业几率

呈正相关, 但统计模型的整体解释力非常有限 (接近 0. 2%) ; 控制个体人力资本特征和

所在省份变量后, 该影响效应仍然显著; 进一步控制家庭成员数量、 未成年孩子主要照

顾者等家庭特征变量, 发现生育行为对丈夫就业几率的影响不再显著 (见表 3) 。 与此同

时, 模型整体解释力小幅提升。 也就是说, 孩子数量对丈夫就业几率可能的影响事实上

可以通过家庭特征变量的中介作用予以解释; 对于人力资本和家庭特征相同的丈夫个体

而言, 是否生育、 生育几个孩子并不会显著影响其就业几率。 该统计效应在不同收入层

次的家庭中并无异质性。

表 3　 孩子数量影响丈夫就业的边际效应模型

孩子数量 全样本 低收入家庭 中等收入家庭 高收入家庭

一
 

孩 0. 012 0. 043 0. 122 0. 057

(0. 024) (0. 087) (0. 090) (0. 060)

二孩 0. 017 0. 056 0. 091 0. 055

(0. 025) (0. 090) (0. 092) (0. 062)

R2 0. 002 0. 002 0. 001 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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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几率比的计算公式为, OR = 1-exp ( -0. 068) = 0. 066, 即 6. 6%。 下同。
因篇幅所限, 回归模型统计结果未能全部展示。 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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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育二孩对家庭劳动力市场收入的边际影响效应及其阶层分化

未纳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 统计结果验证了孩子数量与家庭劳动力市场收入之间的负相

关关系。 依次将个体的人力资本特征、 工作特征中的单位所有制性质、 家庭特征纳入控制变

量体系, 模型整体解释力提升至 23. 2%。 结果表明, 生育 1 个孩子将使得家庭劳动力市场总

收入下降约 5. 6
 

%; 继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家庭其劳动力市场总收入再次下降约 7. 1
 

% (见

表 4)。 至此, 本文的研究假设 1 得以证实: 整体而言, 生育二孩对家庭的市场劳动参与

(就业和年劳动力市场收入) 具有负面影响, 其边际效应大于一孩生育行为。

表 4　 孩子数量影响家庭劳动力市场收入的边际效应模型

孩子数量 全样本 低收入家庭 中等收入家庭 高收入家庭

一孩 -0. 058∗∗∗ -0. 103∗∗∗ -0. 047∗∗∗ -0. 017
(0. 047) (0. 056) (0. 048) (0. 053)

二孩 -0. 074∗∗∗ -0. 060∗∗∗ -0. 090∗∗∗ -0. 093
(0. 053) (0. 057) (0. 034) (0. 073)

R2 0. 232 0. 269 0. 287 0. 154

进一步地, 使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 考察对于不同经济地位的家庭而言, 生育二孩

影响家庭劳动力市场收入的边际效应的异质性分布情况。 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 低收入

家庭一孩的边际机会成本 (9. 7%) 高于二孩 (5. 8%) , 而中等收入家庭二孩的边际机会

成本 (8. 6%) 高于一孩 (4. 6%) ; 高收入家庭, 孩子边际机会成本的统计效应不显著。
也就是说, 从对家庭劳动力市场收入的影响看, 中等收入家庭生育二孩的边际机会成本

更高———高于其他收入分组, 也高于自身抚育一孩的成本。 至此, 本文的研究假设 2 得到

验证: 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边际机会成本, 因家庭经济地位而异; 不论从生育影响就业的

角度看, 还是从生育影响家庭劳动力市场收入的角度看, 结果均表现为中等收入家庭生

育二孩的边际机会成本更高。
3.

 

进一步讨论

(1) 关于生育对女性就业的影响。 关于孩子机会成本或 “母职惩罚” 的研究多数仅讨

论生育对个体劳动力市场收益的影响而忽略了对其就业几率的考察, 有些研究甚至刻意选取

“有工作且工资收入不为 0 的女性群体” 作为样本。 其实, 生育对女性就业机会的负面影响

可能是比收入降低更加不能忽略的 “惩罚”。 对大多数人来说, 就业是主要甚至是全部的收

入来源, 失去工作意味着失去大部分甚至全部的收入; 更重要的是, 工作的意义不仅限于

“收入”, 失去工作还意味着失去地位、 失去社会价值、 失去对自我的认同以及由此带来的

更广泛意义上的 “机会成本”。
(2) 关于孩子边际机会成本的比较。 有关孩子边际机会成本的分析, 不同研究得出的

结论有所差异: 有研究使用 CHNS
 

1993、 1997、 2000、 2004、 2006 年的调查数据, 以 “小

时工资率” 作为被解释变量, 发现生育第一个孩子使得母亲的小时工资率下降 7%, 生育第

二个孩子使得母亲的小时工资率下降 16. 8% (均是与未生育之前相比) [6] 。 另有研究使用

1989—2015 年 CHNS 数据中 “生育第二个孩子在五年以上的城镇夫妇” 作为研究对象,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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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龄夫妇的家庭总收入减去总支出” 的 “家庭纯收入” 作为被解释变量, 发现 “生育二孩

对家庭收入的负面效应远大于一孩, 生育当年家庭收入下降 38. 7%” [23] 。
我们认为, 当进行研究结论的比较时, 应尤其关注以下两方面: 第一, 生育机会成本的

构成。 本研究只针对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家庭生育的第二个孩子进行讨论, 消解了政策因素

的影响, 测算结果适合于孩次之间的比较。 但假如选取的研究对象 (二孩) 出生于生育政

策调整之前, 则 “政策外生育” 使得其机会成本包含了 “制度性成本” 和 “市场性成本”
两部分①: 在一孩成本只体现为 “市场性成本” 的情形下, 基于孩次之间的机会成本的比较

以及由此衍生的有关政策启示, 可能失去意义。 第二, 测量指标的选择。 本研究将 “劳动

力市场收入” 作为被解释变量, 它事实上涵盖了 “劳动时间” 和 “劳动效率” 两个维度,
理论上应该是二者的乘积———如前所述, “母职惩罚” 可能体现为 “市场劳动时间减少”,
也可能体现为 “工作效率降低”。 但使用 “小时工资率” 作为被解释变量时, 其系数只体现

为对 “劳动效率” 单个维度的影响效应。 当使用 “家庭总收入减去总支出” 得到的 “家庭

纯收入” 作为被解释变量时, 孩子养育成本 (费用支出) 以及计划生育时期缴纳的 “社会

抚养费” 作为家庭支出的一部分, 本身会导致 “家庭纯收入” 下降———即使家庭总收入并

没有减少甚至有所增加, 也会导致研究结论的内生性问题和逻辑谬误。
(3) 关于中等收入家庭孩子边际机会成本更高的可能解释。 本研究发现, 因生育第二

个孩子导致妻子的就业几率和家庭劳动力市场总收入的下降幅度在中等收入家庭中最大, 也

就是说, 中等收入家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边际机会成本更高。 可能的解释是, 收入约束、 单

位时间成本、 育儿期待三方面的因素交互作用, 形塑了 “工作—生活” 冲突的激烈程度以

及由此衍生的二孩边际机会成本在不同收入群体中的异质性分布。
具体而言, 低收入群体的育儿期待相对更低, 时间成本也相对更低, 在面临强收入约束

的情况下, 采取 “时间替代” 策略———在二孩抚育过程中投入更多时间亲自照料, 所付出

的边际机会成本是相对较低的。 高收入通常意味着更高的育儿期待和单位时间成本, 但与此

同时, 她们也更有能力 (收入约束弱) 通过购买高品质育儿服务的方式, 将抚育孩子的

“机会成本” 转化为 “直接支出”, 从而弱化 “工作—生活” 冲突, 降低二孩的边际机会成

本。 对于中等收入群体而言, 一方面, 她们对边际孩子效用有更高的期待, 存在更加明显的

“育儿焦虑” [22] , 更加担心孩子 “输在起跑线”, 因而倾向于将更多时间分配给孩子以实践

“密集母职”; 另一方面, 相对更高的受教育水平提升了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单位时间成

本, 将更多时间投入家务劳动意味着更大的机会成本损失, 与此同时, 她们也不太可能像高

收入群体那样, 可以通过购买替代性的、 满足其更高期待的市场化育儿服务, 将机会成本转

化为直接成本 (收入约束较强)。 也就是说, 中等收入群体可能面临更加强烈的 “工作—生

活” 冲突, 故而事实上承担了更大规模的二孩边际机会成本。 表 5 简化表述了家庭经济地

位影响二孩边际机会成本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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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前者指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 “行政罚款”、 “开除公职” 等各种处罚引起的成本; 后者即本文探讨的因生育导
致就业状态变化、 劳动力市场收入降低等经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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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家庭经济地位影响二孩边际机会成本的作用机制

收入类型 低收入家庭 中等收入家庭 高收入家庭

影响因素 育儿期待 较低 高 高

单位时间成本 低 较高 高

收入约束 强 较强 弱

“工作—生活” 冲突 较弱 强 较弱

策略选择 时间替代 时间替代 收入替代

结果 孩子边际机会成本 较低 高 较低

五、 结论与启示

1.
 

结论

本研究使用 CFPS
 

2010—2018 共 5 期追踪数据, 应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从就业和经济

收入两个方面, 检验了家庭生育二孩的边际机会成本及其阶层分化效应, 研究结论如下。
首先, 与一孩生育行为相比, 家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边际机会成本更高。 生育 1 个孩子

使得妻子的就业几率下降约 6. 6%, 家庭劳动力市场总收入下降约 5. 6%; 继续生育第 2 个

孩子, 妻子的就业几率再次下降约 9. 3%, 家庭劳动力市场总收入再次下降约 7. 1%。 不管

是从劳动力市场参与过程 (就业) 维度还是从劳动力市场参与结果 (经济收入) 维度考察,
家庭生育第二个孩子均须付出更高的边际机会成本。

其次, 中等收入家庭生育二孩的边际机会成本更高。 将家庭按经济地位分层, 考察二孩

边际机会成本在不同收入水平家庭之间的异质性分布情况, 发现中等收入家庭生育二孩的边

际机会成本更高。 生育第二个孩子导致妻子的就业几率的下降幅度为 20. 5%、 家庭劳动力

市场总收入的下降幅度为 8. 6%; 对应的统计值在低收入家庭中分别为 16. 1%和 5. 8%, 高

收入家庭中相应的影响系数统计不显著。
2. 政策启示

本研究从边际机会成本的视角为现代家庭低迷的二孩生育意愿提供了可能的理论解释和

实证经验。
与一孩生育行为相比, 生育二孩更加显著地降低了家庭成员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几率和家

庭整体的劳动力市场收入水平。 该研究结论意味着, 对于中国的大部分家庭而言, 生育行为

不仅不存在 “规模经济”, 而且还需要为生育第二个孩子付出更高的边际机会成本。 与机会

成本增加相伴随的, 是现代社会孩子直接成本的同步飙升———经济社会发展助推教育和生活

费用攀升, 持续增加孩子的抚育成本。
但与此同时, 无论是作为 “耐用生产品” 还是 “耐用消费品”, 孩子的 “效用” 却在

不断降低。 首先, 现代社会 “儿童” 更多地具备了公共产品的属性[25] 而不再是家庭私有

财产, 在 “恩往下流” [26] 的伦理背景下, 代际关系由传统的 “反哺模式” 转变为 “接力模

式”, 孩子作为耐用生产品, 其经济供养功能和风险保障功能趋于弱化。 其次, 社会流动、
家庭结构功能转变使得几代同堂、 儿孙 “承欢膝下” 的场景越来越遥不可及[21] , 子女作为

耐用消费品的情感慰藉功能亦趋于弱化。 抚育子女的边际成本上升、 效用下降, 使得因应道

德和传统文化要求, 已经生育了一个孩子的父母在二孩生育决策中, 选择了经济理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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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替代数量”, 不再生育第二个孩子, 进而导致社会整体的二孩递进比下降以及总和生

育率降低。
中等收入家庭为二孩生育行为付出了更高的机会成本, 一方面源于该群体对子女抚育质

量的更高期待, 另一方面源于现有的政策制度和公共服务不足以支撑该期待。 《国家人口发

展规划 (2016—2030 年) 》 将 “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 作为

现阶段中国人口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 中等收入群体对子女教育、 能力培养等方面的较高期

待事实上暗合了这一发展目标。 问题在于, 正式支持体系的缺失使得儿童养育的成本完全由

家庭承担———父母付出更多的养育成本, 但孩子未来创造的价值却更多为全体社会成员享有

而非只为父母独有。 儿童抚育行为的这种正外部性同样可以解释现代社会的低生育水平现

象。 应对之策一是建立儿童抚育成本的社会分担机制, 减少家庭直接的育儿支出; 二是增加

托育服务的有效供给, 降低家庭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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